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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网络视角下宏观波动的微观来源研究进展


叶初升　任兆柯

摘要：经济学越来越重视宏观波动的微观来源，而生产网络则是连接微观冲击与宏观波动的桥

梁。所以，本文评述基于生产网络视角探究宏观波动之微观来源的研究进展。本文首先讨论微观

冲击在生产网络间的传导路径及其宏观影响；其次，分别从引入ＣＥＳ技术结构、市场扭曲、生产网

络内生化等方面阐释基于生产网络视角的宏观波动模型的扩展思路；再次，综述从行业和企业层面

实证研究和定量验证生产网络对宏观波动影响的文献；最后，本文讨论该领域有待解决的问题，并

展望未来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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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宏观经济理论主要从总体层面研究宏观经济波动的成因及来源，如凯恩斯学派认为宏

观波动是有效总需求不足造成的；货币学派认为货币供给不稳定导致了总需求冲击，引起宏观波

动；理性预期学派认为，信息不完全造成的厂商对总需求的预期偏差导致了宏观波动；实际经济

周期理论则认为宏观波动是理性预期主体对技术冲击做出的最佳反应（Ｌｅｄｅｎｙｏｖ＆ Ｌｅｄｅｎｙｏｖ，

２０１８）。然而，２００７年末，发生在美国房地产部门的次贷冲击迅速传导到其整个经济系统，最终

形成波及全球的危机。这使得经济学界开始反思和探索宏观波动的微观来源及其跨部门传导的

机制。

学界也涌现出大量从贸易、资本流动、金融与货币制度等方面探讨经济波动传导、协动及相互影

响的研究（Ａｌｅｓｓａｎｄｒｉ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５；Ｂａｓｋａｙ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７；Ｂｏｒｎ＆ Ｅｎｄｅｒｓ，２０１８；Ｈａｌｅ＆ Ｏｂｓｔｆｅｌｄ，

２０１６；Ｇｉｏｖａｎｎ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７）。但这些研究多是基于单一因素层面的宏观分析，未能从结构层面揭示

宏观波动的微观来源，也未能量化研究生产部门间经济波动传导的强度。生产网络是连接微观冲击

与宏观波动的桥梁，基于生产网络的经济波动理论将宏观波动视为微观冲击沿生产网络传导扩散的

内生结果，提出了从生产网络入手研究宏观波动的微观来源新思路（Ａｃｅｍｏｇｌ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Ｃａｒｖａｌｈｏ，

２０１４；Ａｃｅｍｏｇｌ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６ａ；Ｂａｑａｅｅ＆Ｆａｒｈｉ，２０１８ａ，２０１８ｃ）。

生产网络结构可以作为打开宏观波动的微观来源这一“黑匣子”的钥匙，从而具有明显优势。从

生产网络视角研究宏观波动可以让学界更好地从微观结构层面理解宏观波动的内生来源，让决策者

更有针对性地制定应对生产网络冲击的政策。基于此，本文将梳理近年来从生产网络视角研究宏观

波动的微观来源的研究进展。

一、生产网络的结构特征

了解生产网络的结构特征是从生产网络视角研究宏观波动的微观来源问题的起点。现代经济

是由专业化生产单元构成的复杂网络系统，每个生产单元从上游生产单元获得自己生产所需的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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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而其产出又供应给下游生产单元。上下游投入－产出关系交织而形成生产网络。基于生产网络

视角的宏观波动研究强调，生产网络结构是决定微观冲击是否以及如何在整个经济系统中传导并形

成宏观波动的关键。本文在总结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归纳出关于行业和企业层面生产网络的几个结

构特征如下。

１．生产网络具有连接密度低但连通性强的“小世界”网络特征。Ｃａｒｖａｌｈｏ（２０１０，２０１４）、Ａｃｅ

ｍｏｇｌ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２）和Ｆｏｅｒｓｔｅｒ＆Ｃｈｏｉ（２０１７）通过研究由４００多个行业节点构成的美国生产网络发

现，相比完全网络应该出现的４１７２ 条边，美国生产网络中只有５２１７条边，网络密度为０．０３。但

是，生产网络的连通性很强，美国生产网络的直径和节点间平均距离只有１０和４个环节。“小世

界”（ｓｍａｌｌｗｏｒｌｄ）的网络性质对于微观冲击传导非常重要，因为微观冲击在生产网络中引发的部

门联动与部门平均距离正相关，“小世界”结构可能会扩大部门联动的范围。Ｃａｒｖａｌｈ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６）

研究发现，日本生产网络的“小世界”性质扩大了地震、海啸等局部自然灾害的冲击范围，产生了严

重的宏观影响。

２．生产网络的连接方式具有“轴心—外围”特征。该特征首先体现在作为投入供应商的各个部

门之间存在广泛的异质性，生产网络由少数几个为大多数行业提供投入的通用行业主导。按照网络

理论的概念，一个节点与其他节点的连接数目被称为该节点的度（ｄｅｇｒｅｅ）。在生产网络中，将一个

部门作为投入提供者发出的生产连接数目称为出度（ｏｕｔｄｅｇｒｅｅ），将该部门作为投入使用者接收的生

产连接数目称为该部门的入度（ｉｎｄｅｇｒｅｅ）。生产部门作为投入供应商角色的异质性意味着，生产网

络中行业节点的出度分布是一个高度偏态的近似帕累托分布。其次，刻画行业节点系统重要性的中

心性（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指标的分布也是高度偏态的，很接近于二阶矩发散的帕累托分布，这意味着，节点中

心性的异质性非常广泛。

生产网络的“轴心—外围”非对称连接特征对于微观冲击传导为宏观波动非常重要。Ａｃｅｍｏｇｌｕ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证明了对于生产部门均等依赖于其他生产部门的生产网络而言，大数定律成立，部门冲击扰动

总产出的收敛速度是经济系统中部门数目的平方根。此时，即使部门波动之间存在相关性传导，总产

出的标准差也会趋于一个非常小的值。但当生产网络连接方式具有“轴心—外围”非对称特征时，大数

定律不再成立，总量波动以慢于部门数目平方根的速度衰减。直观地说，当生产网络连接方式具有“轴

心—外围”特征时，少数部门支配经济中大多数投入品的供应，这些部门受到的冲击会在整个经济系统

内传导，因此发生在这种生产网络结构中的微观冲击将会传导放大为经济系统的宏观波动。

３．企业层面的生产网络比行业层面的生产网络结构更具异质性。这主要体现在企业层面的生

产网络不仅在企业作为供应商的角色时，其出度分布（ｏｕｔｄｅｇｒｅ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接近帕累托分布，而且

在企业作为客户的角色时，其入度分布（ｉｎｄｅｇｒｅ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也是偏态的。更具异质性的网络结构

意味着微观冲击的传导将更加丰富且广泛。Ｂａｒｒｏｔ＆Ｓａｕｖａｇｎａｔ（２０１６）发现不像构建在行业层面的

生产网络模型预测的微观供给冲击主要向下游传导，由于企业层面的生产网络结构在出度和入度上

都更具异质性，所以微观冲击会同时向上游和下游传导。

由此可见，生产网络是连接微观冲击与宏观波动的桥梁。微观冲击之所以能够传导扩散为宏观

波动，网络结构的作用至关重要：网络结构的“轴心—外围”非对称特征增强了微观冲击的传导力度，

连通性结构放大了微观冲击的传播广度。

二、生产网络如何将微观冲击传导扩散为宏观波动

在对生产网络结构的特征事实有了一定直观认识的基础上，本节转向介绍基于生产网络视角的

宏观波动理论发展脉络以及Ａｃｅｍｏｇｌ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２０１６ａ，２０１７）等提出的基准模型的建模特征和主

要研究观点。

（一）基于生产网络视角的宏观波动理论发展脉络

基于生产网络视角的宏观波动理论发端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Ｌｏｎｇ＆Ｐｌｏｓｓｅｒ，１９８３，１９８７；Ｊ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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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ａｎｏｖｉｃ，１９８７），９０年代获得进一步发展（Ｄｕｒｌａｕｆ，１９９３；Ｈｏｒｖａｔｈ，１９９８，２０００），但在２１世纪最初十年

因分析工具有限而陷入停滞。直到近１０年，因为借鉴复杂网络理论的分析工具，基于生产网络视角

的宏观波动理论逐渐发展成熟（Ｃａｒｖａｌｈｏ，２０１０，２０１６；Ａｃｅｍｏｇｌ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２０１６ａ，２０１７；Ｂａｑａｅｅ＆

Ｆａｒｈｉ，２０１８ａ，２０１８ｂ，２０１８ｃ）。

探寻宏观波动的根源是经济学中历久弥新的议题。虽然多部门联动是宏观波动的一个基本经

验特征，但宏观经济学在传统上把这种联动现象解释为受到共同扰动因素的影响，并由此认为探究

总体扰动因素是理解商业周期的关键。从生产关联角度分析微观冲击对宏观波动影响的研究从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才开始起步，发轫于Ｌｏｎｇ＆Ｐｌｏｓｓｅｒ（１９８３）构建的多部门实际经济周期模型，随后

Ｌｏｎｇ＆Ｐｌｏｓｓｅｒ（１９８７）证明了独立的生产率冲击也会导致部门联动。Ｄｕｒｌａｕｆ（１９９３）探讨了部门间

的技术互补性和协调失灵对宏观波动的作用，并分析了多部门经济系统的演化过程。在其模型中，

部门间通过技术互补性联系在一起。当这种互补性足够强时，部门间的协调失灵就会导致经济系统

的宏观波动。

但传统论点否定特定行业冲击与商业周期总体现象存在相关性，它们常常援引大数定律，认为

随着部门数量的增加，某些部门的正面冲击越来越容易被其他部门的负面冲击抵消。如Ｌｕｃａｓ

（１９７７）提出，当我们把经济部门分解为越来越细的生产单元时，根据大数定律，单个部门冲击会被众

多部门平均掉，从而对宏观产出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然而，Ｈｏｒｖａｔｈ（１９９８）对Ｌｕｃａｓ（１９７７）的所谓

“多样化论断”（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ｒｇｕｍｅｎｔ）提出了质疑，并通过考察大数定律在多部门经济系统的使

用范围后认为，不同行业在投入－产出关系中的地位是不同的，有少数核心行业向大多数行业供应

中间投入，这些行业在投入－产出矩阵中对应少数的满行（ｆｕｌｌｒｏｗｓ），而其他行业供应中间投入的

范围有限，对应投入－产出矩阵的稀疏行。当投入－产出矩阵由少数满行部门和多数稀疏行部门组

成时，经济系统的投入－产出关系由少数核心部门主导，从而发生在主导部门的特定冲击就很难被

其他部门的反向冲击抵消。并且，大数定律预示的部门冲击衰减速度是由投入－产出矩阵中主导部

门数量（满行数）的增长率决定，而不是由部门总数的增长率决定。随后，Ｈｏｒｖａｔｈ（２０００）进一步研究

发现，在美国实际的投入－产出矩阵中，主导部门数量的增加远低于部门总数的增加，因此部门冲击

影响总体波动的衰减速度还不到大数定律所预示的一半。

另一方面，Ｄｕｐｏｒ（１９９９）研究了多部门模型中几种不同投入－产出关系形成总产出波动的能力

差异，结果发现，当投入－产出矩阵的方差变异比较小，即各行业在投入－产出关系中的角色比较均

衡、部门关联比较平均时，部门冲击的传导能力较差。Ｄｕｐｏｒ（１９９９）与 Ｈｏｒｖａｔｈ（１９９８，２０００）的研究

结论差异源于投入－产出结构的不同。Ｄｕｐｏｒ（１９９９）的结论适用于部门关联比较平均、不存在核心

部门主导投入－产出关系的对称投入－产出结构，而 Ｈｏｒｖａｔｈ（１９９８，２０００）的研究表明，美国的投

入－产出关系是非对称的“轴心—外围”结构———投入－产出关系由少数为大多数行业提供中间品

的核心部门主导。以上研究表明，非对称的投入－产出结构提供了部门冲击在经济系统中传导为宏

观波动的渠道。

多部门一般均衡分析框架虽然从产业部门层面研究了宏观波动的来源与传导路径，但未能从结

构层面揭示微观冲击传导扩散的机制与动力。而且上述研究已经证明生产关联结构在解释微观冲

击传导形成宏观波动的重要性。由于传统宏观经济学缺乏刻画投入－产出结构的非对称性、异质性

特征的良好工具，从生产关联视角分析微观冲击对宏观波动影响的研究在２１世纪最初的十年一度

陷入停滞，直到近来借鉴复杂网络理论的分析工具，基于生产网络的宏观波动研究才获得新发展。

网络分析领域开发了一套广泛的概念框架和工具，用以有效地编码和测量组成网络的节点单元

之间的相互连接方式和结构特征（Ｂｒａｍｏｕｌｌéｅｔａｌ，２０１６）。当与一般均衡理论结合在一起时，它们迅

速成为评估冲击如何在经济系统中传导，不同行业如何在宏观波动中联动以及微观冲击如何传导形

成宏观波动的有力工具。

以Ａｃｅｍｏｇｌｕ为代表的一批宏观经济学者在已有研究基础上，跳出基于总生产率、货币供给等总

—６０１—



量冲击的传统宏观波动分析框架，将网络理论与宏观经济学结合起来，更精确地刻画微观冲击在生

产网络中影响宏观波动的渠道和机制，构建了新的基于生产网络视角的宏观波动研究范式。这些研

究认为，宏观波动是微观冲击沿生产网络传导的内生结果，并分析了生产网络结构如何影响部门冲

击在经济系统中传导形成宏观波动，从生产关联结构层面揭示了宏观波动的微观来源（Ｃａｒｖａｌｈｏ，

２０１０；Ａｃｅｍｏｇｌ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２０１６ａ，２０１７；Ｇｈｉｒｏｎｉ，２０１８；Ｈｕｎｅｅｕｓ，２０１８）。

Ｃａｒｖａｌｈｏ（２０１０）根据部门间中间投入交易信息考察了美国行业层面的生产网络特征，发现

行业作为供应商角色具有突出的异质性，其中批发贸易、房地产和电力行业是整个经济系统的

核心供应行业，为绝大多数行业供应中间投入。Ｃａｒｖａｌｈｏ（２０１０）还构建了一个出度关联异质特

征的生产网络模型，给出了总产出波动和生产网络结构的分析表达式，证明经济系统的宏观波

动可以来源于行业冲击的传导。Ａｃｅｍｏｇｌ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２）借鉴投入－产出矩阵构建了生产网络模

型，描述了生产网络中的级联结构，结果发现经济系统中存在轴心部门。轴心部门的存在导致

生产网络中部门地位的“轴心—外围”非对称性，非对称的经济网络结构延缓了总产出波动的衰

减速率，增大了部门冲击转化为宏观波动的比率，提供了部门冲击在生产网络间传导扩散形成

宏观波动的潜在机制。生产网络结构的非对称性特征越突出，微观冲击传导形成宏观波动的可

能性越大。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２）则提出了一般化的数学分析框架，使得基于生产网络视角的宏观波动理

论渐成体系，随后该领域迅速成为研究的热土。一大批学者开始从不同的角度对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ｅｔａｌ

（２０１２）提出的基准分析框架进行发展完善，如扩展到更一般的ＣＥＳ技术环境（Ｃａｒｖａｌｈ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６；

Ｂａｑａｅｅ＆Ｆａｒｈｉ，２０１８ａ），引入市场扭曲（Ｃａｌｉｅｎｄ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８；Ｂａｑａｅｅ＆Ｆａｒｈｉ，２０１８ｂ，２０１８ｃ），考虑

生产网络内生的模型（Ａｃｅｍｏｇｌｕ＆Ａｚａｒ，２０１７；Ｏｂｅｒｆｉｅｌｄ，２０１８）。本文将在下一节更详细评述这些

扩展研究，接下来将先概述基于生产网络视角的宏观波动理论的基准模型特征和研究观点。

（二）生产网络视角下微观冲击的传导与宏观影响

从生产网络的视角看，宏观波动是微观冲击沿生产网络传导扩散的内生结果。本部分将结合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２０１６ａ，２０１７）、Ｃａｒｖａｌｈｏ（２０１４）以及Ｂａｑａｅｅ（２０１８）等文献，讨论微观冲击是如

何经生产网络传导扩散成宏观波动的。重点关注三个问题：第一，微观冲击的传导强度是怎样决定

的？第二，在基准模型中，供给侧微观冲击与需求侧微观冲击的传导方向有何差异？第三，如何在生

产网络中刻画微观冲击对宏观产出的影响？

基于生产网络视角的宏观波动模型与传统模型的显著区别是，传统模型假设中间产品仅由初级

要素生产，然后由所谓的“聚合部门”组合成最终产品，而生产网络模型注重刻画部门之间使用中间

投入的关联和互动。Ａｃｅｍｏｇｌ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Ｃａｒｖａｌｈｏ（２０１４）考虑了一个在柯布—道格拉斯技术完全

竞争环境下的静态多部门经济系统：生产侧的技术由部门生产函数狔犻＝狕犻ζ犻犾
α犻
犻 ∏

狀
犼＝１狓

犪犻犼
犻犼 给定，其中，

狓犻犼是生产ｉ行业产品需使用的ｊ行业产品的数量，关键参数犪犻犼刻画了部门间的生产关联强度。部门

间的生产关联关系也可以用网络的形式来等效地表示。生产网络由三个要素构成：（１）节点集合，每

个节点对应于经济中的一个部门；（２）有向边集合，有向边代表了任意部门间的投入－产出关系，边

的方向代表了生产投入的流向；（３）权重集合，每一个权重都与一个特定的有向边对应，有向边权重

犪犻犼＞０（从节点犼到节点犻）意味着行业犼是行业犻的中间投入供应部门。需求侧家户的效用一般设定

为对数线性函数狌（犮１，…，犮狀）＝∑
狀
犻＝１β犻ｌｏｇ（犮犻／β犻）。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２０１６ａ，２０１７）、Ｃａｒｖａｌｈｏ（２０１４）以及Ｂａｑａｅｅ（２０１８）等在这些基本设定下，

分析讨论了来自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微观冲击在生产网络中的传导强度和方向路径，以及微观冲击对

宏观产出的影响规模。主要观点有：

１．关于微观冲击的传导强度。基于生产网络视角的宏观波动理论认为，微观冲击的传导强度

由生产网络中的里昂惕夫逆矩阵决定。里昂惕夫逆矩阵定义了任意两个生产部门之间的所有直

接连接路径和间接连接路径（Ａｃｅｍｏｇｌ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Ａｔａｌａｙｅｔａｌ，２０１８）。所以，里昂惕夫逆矩阵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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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一个部门在生产网络中的系统重要性，也即部门节点在生产网络上的中心性（Ｂｏｕｇｈｅａｓ，

２０１７）。发生在中心性越高的部门的冲击，其传导的强度也越大（Ｈｅｍｐｆｉ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８；Ｈｕｎｅｅｕｓ，

２０１８）。

在微观冲击传导形成宏观波动的过程中，生产网络结构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如果生产网络中

不存在主导投入供给的核心部门，即所有部门对生产的贡献是相对均衡的，则微观冲击将大致对称

地影响总产出，它们就会在总产出层面上被抵消掉，对宏观波动的影响就无关紧要。如果生产网络

中存在核心部门，网络结构表现为明显的“轴心—外围”非对称特征，则发生在核心部门的冲击就很

难被其他部门抵消掉，而且发生在其他部门的冲击也会以与核心部门的连接为枢纽，进一步传播

（Ｃａｒｖａｌｈｏ，２０１４）。因此网络结构的非对称特征会显著增强微观冲击的传导力度，大大提高微观冲

击转化为宏观波动的可能性。

２．关于微观冲击的传导方向。基于生产网络视角的宏观波动理论认为，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微观

冲击在生产网络间的传导路径存在差异。Ａｃｅｍｏｇｌ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６ａ）、Ｃａｒｖａｌｈｏ（２０１４）在柯布—道格拉

斯基准技术环境下分析了微观冲击的传导方向，发现生产率冲击是向下游传导，从源部门传导到它

的客户，以及客户的客户等等。而发生在需求侧的冲击则是向上游传导，从源部门传导到它的供应

商，以及供应商的供应商等等。

Ｈｕｎｅｅｕｓ（２０１８）阐释了供给侧冲击向下游传导的逻辑：假设行业犼遭受负面生产率冲击，产量减

少，产品犼的价格上涨。这种价格上涨对所有使用产品犼作为中间投入的行业产生不利影响，因此

对犼的下游行业创造一个直接的影响。而且，这种初始影响又会导致冲击在生产网络间进一步传

导：在第一轮传导中受到影响的行业所生产的产品价格将会上升，对其下游行业产生间接的负面影

响，以此类推。里昂惕夫逆矩阵中的相应元素概括了这些初始供给侧冲击向下游传导的直接和间接

的总体效应。而需求侧冲击向上游传导的逻辑是：对行业犼的正向需求冲击会增加行业犼对投入的

需求，这实际上是对行业犼供应商的正向需求冲击。因此，初始需求冲击将进一步向上游传导（Ｊｏｙａ

＆Ｒｏｕｇｉｅ，２０１９）。

３．关于微观冲击的宏观影响规模。基于生产网络视角的宏观波动理论认为，宏观产出是行业

层面微观冲击的线性组合，组合系数由行业的多玛权重给出。因此，行业犻的多玛权重是该行业的

冲击如何影响总产出的充分统计量（Ｇａｂａｉｘ，２０１１；Ｓｔｅｌｌａ，２０１５）。其中，多玛权重刻画了一个行

业在投入－产出关系中的规模，一般定义为行业增加值占ＧＤＰ的比重。在柯布—道格拉斯技术环

境下，行业多玛权重由消费偏好份额和里昂惕夫逆矩阵决定。显然，多玛权重内生于生产网络。

这意味着，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行业犻在生产网络的里昂惕夫逆矩阵中对应的元素增大，其

多玛权重也将增加，从而加重犻行业冲击对总产出的影响（Ｃａｒｖａｌｈｏ＆ Ｇｒａｓｓｉ，２０１９；Ｍａｇｅｒｍａｎ，

２０１７）。

微观冲击的宏观影响规模取决于生产部门的多玛权重分布的异质性。Ａｃｅｍｏｇｌ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２，

２０１６ａ，２０１７）将宏观经济的总波动率与行业部门的多玛权重分布联系起来，证明了总产出波动率是

行业多玛权重分布的二阶矩的函数。这意味着，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行业多玛权重越分散，多

玛权重的分布越具有足够大的尾部时，部门特质性冲击产生的宏观波动性越高（Ｇａｂａｉｘ，２０１１，

２０１６）。然而，Ｃａｒｖａｌｈｏ（２０１４）和Ａｔａｌａｙ（２０１７）认为，行业多玛权重的异质性降低了部门特质性冲击

在宏观水平上相互抵消的程度。如果行业多玛权重分布是正态的，微观部门冲击将大致对称地影响

总产出，它们就会在宏观产出层面上被抵消掉。但是，当行业多玛权重具有显著的异质性特征时，生

产部门作为投入供应商的角色呈现高度的不对称，对系统重要性供应部门的冲击会传播得更广，在

宏观聚合时不易被其他冲击所抵消，因此很有可能扩散形成宏观波动。

三、理论模型的扩展

前文关于微观冲击在生产网络中的传导强度和方向路径以及微观冲击对宏观产出的影响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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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观点都是基于生产网络基准模型得出的。基准模型限定在柯布—道格拉斯技术环境中，也没有考

虑市场摩擦和生产网络内生调整等更现实的情况。本节则将在上文分析的基础上，从引入ＣＥＳ技

术结构、考虑市场扭曲以及生产网络内生化三个方面对基于生产网络视角的宏观波动扩展模型的发

展进行评述。

（一）引入ＣＥＳ技术结构

上文Ａｃｅｍｏｇｌｕ（２０１２，２０１６ａ）基准模型的柯布—道格拉斯技术设定意味着：第一，微观冲击不会

改变每个行业的中间投入的支出份额和构成；第二，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劳动和中间投入

之间的替代弹性以及中间投入组合内部的替代弹性都限定为单位弹性。正是在这样的严格假定下，

他们才得出了供给侧生产率冲击只向下游传导的结论。Ｃａｒｖａｌｈ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６）、Ａｔａｌａｙ（２０１７）以及

Ｂａｑａｅｅ＆Ｆａｒｈｉ（２０１８ｃ）通过构建ＣＥＳ技术结构的生产网络模型，放松了以上两点假定后发现，在更

一般的技术环境下，微观冲击将在生产网络中产生更丰富的传导模式。

Ｃａｒｖａｌｈ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６）研究了针对特定企业的生产率冲击在具有嵌套ＣＥＳ技术结构的投入－产

出关系中的传导模式。他们把生产率冲击的传导机制区分为三部分：首先是与Ａｃｅｍｏｇｌｕ（２０１２）基

准模型一致的生产率冲击向产业链下游传导的“产出效应”机制。其次是“劳动替代效应”，指的是劳

动要素与中间投入之间的替代弹性对生产率冲击传导的影响机制。例如，假设行业犻生产的中间投

入与劳动要素的替代弹性大于１，当行业犻受到负面生产率冲击导致生产成本上升时，行业犻的下游

部门将倾向于更多地使用劳动要素替代行业犻生产的投入品，对行业犻产品需求的减少反过来又会

影响行业犻对上游部门投入的需求。因此，我们看到受“劳动替代效应”影响，生产率冲击也会向上

游传导，而影响的性质则取决于劳动与中间投入之间的替代弹性。当它们的替代弹性大于１时，负

向生产率冲击对上游部门的影响也是负向的。最后是“中间投入替代效应”，指的是中间投入组合内

部的替代弹性对生产率冲击传导的影响机制。当不同中间投入之间可以相互替代时，若某一部门受

到负面生产率冲击，则将促使该部门的客户转向更多地使用其他部门生产的中间投入。因此，“中间

投入替代效应”会使生产率冲击“横向”传导。

Ａｔａｌａｙ（２０１７）在扩展的ＣＥＳ结构多部门实际周期模型中探讨了部门替代弹性对评估行业冲击

影响的作用，并利用美国产业投入价格和投入选择的数据测算部门替代弹性后发现，在短期内，生产

部门替代其投入的能力有限，因此行业冲击的影响在基于单位替代弹性的多部门实际商业周期模型

中被严重低估了，行业冲击至少占总体波动的一半以上。

Ｂａｑａｅｅ＆Ｆａｒｈｉ（２０１８ｃ）进一步把ＣＥＳ结构的宏观经济模型扩展到具有异质性主体和生产网络

的多部门一般均衡模型中，认为传统的具有代表性主体和平衡增长偏好的模型设定了很强的部门冲

击对称传播方式。具体而言，在这种模型中，行业犼的生产率冲击对行业犻的产出影响与行业犻的生

产率冲击对行业犼产出的影响相同。为了突破这种与现实不符的模型局限，他们在传统ＣＥＳ结构模

型中尝试引入异质性消费者、非位似偏好以及市场扭曲等打破对称性的因素。他们的模型提供了一

个非常一般化的框架，可以应用于分析商业周期中的部门联动、要素偏向型技术进步、鲍莫尔成本病

与结构变迁、财政乘数对政府支出构成的依赖等看似不相关的问题。

那么在ＣＥＳ技术结构下，微观冲击的宏观影响又是怎样的？一般而言，行业犻的生产率冲击会

通过两个渠道影响总产出。首先，它改变经济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其次，它可能导致资源在不同行业

间重新配置。不过，当初始配置有效时，根据包络定理，任何由资源重新分配机制引起的总量效应都

是二阶的，因此可以在一阶近似中忽略。Ｇａｂａｉｘ（２０１１）和Ｓｔｅｌｌａ（２０１５）在柯布—道格拉斯技术和偏

好下证明了一个行业的多玛权重是该行业的微观冲击如何影响总产出的充分统计量。其实，不仅仅

是在柯布—道格拉斯技术中，Ｍａｇｅｒｍａｎ（２０１７）和 Ｈｅｍｐｆｉｎｇ（２０１８）等发现这种关系在ＣＥＳ技术环

境下也是成立的。严格而言，在任何有效的经济系统中，无论偏好和技术如何设定，行业犻的生产率

冲击对ＧＤＰ的影响都是行业犻的多玛权重的函数。这种对应关系也被称为 Ｈｕｌｔｅｎ定理，是研究宏

观波动的微观来源的有用工具（Ｂａｑａｅｅ＆Ｆａｒｈｉ，２０１８ａ）。例如，Ｇａｂａｉｘ（２０１１）使用企业层面的多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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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重经验分布衡量企业层面的冲击解释ＧＤＰ波动的程度，而Ｃａｒｖａｌｈｏ＆Ｇａｂａｉｘ（２０１３）依靠Ｈｕｌｔｅｎ

定理研究了经济体的微观成份变化是否能解释“大缓和”现象。

虽然 Ｈｕｌｔｅｎ定理证明了多玛权重是微观冲击如何影响总产出的充分统计量，但其本身是由经

济系统内生确定的。如前文所示，即使在柯布—道格拉斯偏好和技术的经济系统中，多玛权重也依

赖于经济的生产网络和家户偏好。此外，Ｈｕｌｔｅｎ定理可能不适用于效率低下的经济体。Ｊｏｎｅｓ

（２０１３）、Ｂｉｇｉｏ＆ＬａＯ（２０１７）和Ｌｉｕ（２０１８）的生产网络模型都表明 Ｈｕｌｔｅｎ定理不适用于存在市场扭

曲的环境。

需要注意的是，Ｈｕｌｔｅｎ定理的隐含意义是，对于微观经济冲击的总体影响而言，多玛权重仅在

一阶环境下是充分统计量。这意味着，只有当冲击很小或经济系统没有表现出明显的非线性时，多

玛权重才是一个合理的近似，但在高阶环境下，它可能是一个糟糕的近似。Ａｃｅｍｏｇｌ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６ｂ）

以及Ｂａｑａｅｅ＆Ｆａｒｈｉ（２０１８ａ）通过将微观经济冲击对总产出的二阶效应纳入分析探索了非线性的作

用。他们在嵌套的ＣＥＳ结构模型中证明这些二阶效应取决于经济系统的生产网络、ＣＥＳ嵌套结构

的各种替代弹性以及要素可以在各行业间重新配置的程度，因此，Ｈｕｌｔｅｎ定理是对微观冲击一阶效

应的刻画，而生产网络可以通过高阶项捕捉到重要的非线性效应。

（二）引入市场扭曲

前文Ａｃｅｍｏｇｌｕ（２０１２，２０１６ａ）基准模型以及Ｃａｒｖａｌｈ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６）等ＣＥＳ技术结构扩展模型对

微观冲击传导方向和强度的分析都假设市场环境是完全竞争，并不存在市场摩擦和扭曲。接下来，

本文讨论存在市场摩擦和扭曲的情况如何影响微观冲击传导。

对完全竞争假设最简单的背离是，在企业的边际收入和边际成本之间引入外生的扭曲楔子

（ｗｅｄｇｅ），例如以价格加成的形式使其投入和产出选择偏离有效水平。Ｊｏｎｅｓ（２０１３）、Ｂｉｇｉｏ＆ＬａＯ

（２０１７）及Ｆａｄｉｎｇ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８）等采用这种方法研究了生产网络是如何与生产率和加成定价交互作

用，共同决定总量结果。研究结果发现，扭曲楔子在整个经济体生产网络中的分布造成了要素错配，

并由此导致了总体ＴＦＰ和经济配置效率下降。不过，由于他们仍然是在柯布－道格拉斯技术环境

下引入的扭曲楔子，扭曲和非扭曲经济中的冲击传播模式是一致的。

更多的研究关注了市场扭曲在ＣＥＳ结构模型中的作用。Ｃａｌｉｅｎｄ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７）将世界经济看

作为一个相互关联的投入－产出表，以“国家—部门对”作为分析的基本单位，建立了一种包含扭

曲因素的世界经济投入－产出模型，并利用ＣＥＳ生产和消费结构计算了世界投入－产出矩阵中

每对投入－产出关系对扭曲的弹性。研究结果发现，扭曲弹性在不同国家和部门之间存在显著

的异质性，内部扭曲弹性比外部扭曲弹性大一个数量级，内部扭曲严重影响国内的经济结构，并

对其他国家的投入—产出矩阵产生相当大的交叉影响。Ｂａｑａｅｅ＆Ｆａｒｈｉ（２０１８ｂ）针对存在扭曲的

一般均衡经济体提供了一个微观冲击对宏观影响的一阶近似表达式。该表达式把微观冲击的宏

观经济影响分解为两部分：纯技术效应，以及资源重新配置所产生的配置效率影响。这两部分的

大小由替代弹性、规模收益、要素流动性以及网络联系等结构性微观经济参数决定。Ｂａｑａｅｅ＆

Ｆａｒｈｉ（２０１８ｂ）的研究还意味着，由于经济配置效率发生变化，扭曲的存在可以改变生产率冲击的

传导模式。

同样是关于扭曲与配置效率的研究，Ｌｉｕ（２０１８）分析了市场扭曲如何导致生产资源在各个部门

之间的不合理配置，认为这些资源错配为发展中国家通过产业政策等手段改善社会福利的干预措施

创造了空间。事实上，在考虑投入－产出关联的情况下，以扭曲最严重的行业为政策靶点可能不是

最理想的，因为市场失灵可能在生产网络中积累起来。Ｋｉ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８）以同样的思路研究存在投

入－产出关联的多部门经济中最优的碳税政策，表明最有效的碳税政策不仅以产业的个体排放水平

为目标，而且以产业在生产网络中的系统重要性地位为目标。综上，考虑市场扭曲后，微观冲击不仅

影响宏观经济“量”的波动，而且改变“质”的配置效率。同时，在设计矫正市场扭曲的政策靶点时，同

样需要考虑生产网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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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市场扭曲对微观冲击传导的影响，也有文献关注了市场势力与企业退出对微观冲击传导机

制的作用。Ｇｒａｓｓｉ（２０１７）认为市场势力对理解微观冲击的宏观影响十分重要，并为此建立了一个具

有寡头市场结构和投入－产出网络的多部门异质性企业一般均衡模型。该模型将企业的系统重要

性内生化，认为企业的结构重要性由部门层面的竞争强度，企业在生产网络中的部门位置以及企业

规模共同决定。在该模型中，企业层面的生产率冲击通过影响价格加成，同时向下游和上游部门传

导。Ｂａｑａｅｅ（２０１８）研究了企业进入和退出对冲击传导的影响，并将企业进出决策内生化，考虑了企

业进入和退出导致的不完全竞争和外部规模经济影响，认为一个行业中企业的退出可以改变其他行

业中企业的盈利能力，从而引发大量活跃企业的内生调整。这就以退出企业的上游和下游网络级联

（ｃａｓｃａｄｅ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的形式创建了微观冲击传导扩散渠道。

（三）生产网络内生化

目前为止的讨论都假设，虽然投入－产出关联可以作为微观冲击传导机制，但生产网络本身的

结构对冲击是不变的。然而，在现实中，企业可以通过改变供应链来应对经济环境的变化。例如，它

们可能会寻找新的投入以更好地利用技术创新，或者可能会与新客户建立关系以应对客户的退出。

生产网络中的这种内生变化反过来又可以显著地改变经济系统对冲击扰动的反应。

为了理解生产网络对冲击的反应，关注于生产网络内生形成的文献越来越多。不过，构建内生

生产网络模型面临着一个巨大挑战：直接和间接网络效应固有的复杂性意味着企业层面决策的相关

状态空间可能变得非常大，甚至在由少数企业组成的小型经济系统中，也会因为维度过高而处理起

来非常复杂。

其中部分文献通过网络形成的统计模型来克服挑战。Ａｔａｌａｙｅｔａｌ（２０１１，２０１８）通过构建模型说

明，企业之间的生产网络是通过偏好优先连接（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意味着新的连接更可能由已

有较多连接的企业形成）和随机连接混合的规则来形成。这种网络形成规则比标度自由（ｓｃａｌｅｆｒｅｅ）

模型能够更好地匹配实际中生产网络的特征。类似地，Ｃａｒｖａｌｈｏ＆ Ｖｏｉｇｔｌａｎｄｅｒ（２０１５）基于Ｊａｃｋｓｏｎ

＆Ｒｏｇｅｒｓ（２００７）的友谊模型，考虑这样的一种生产网络形成过程：为寻找新的供应商，企业会首先筛

选现有供应商的网络邻居，以确定潜在的供应商集合，然后在投入来源多样性带来的收益和搜寻新

供应商的成本之间进行权衡，进而最终确定新的供应链网络。研究结果发现，在这一网络形成框架

下，生产者更有可能采用现有供应商已经直接或间接使用的投入。具体而言，部门间网络距离每降

低一个标准差，形成供应链连接的概率将至少增加三分之一。

虽然统计模型能够匹配真实生产网络的一些关键属性，但从本质上来说，它们缺乏明确界定的

生产网络形成动机。Ｏｂｅｒｆｉｅｌｄ（２０１８）描述了个体选择如何导致内生的明星供应商（ｓｔａｒｓｕｐｐｌｉｅｒｓ）

的出现以及对总体结果的影响。在其模型中，企业在生产中使用劳动要素和一种其他企业供给的中

间品。生产的关键决策是选择哪家企业提供中间投入，每种中间品具有不同的特定生产率，每家企

业都会从自己的潜在供应商和客户集合中选择建立最具成本收益原则的供应链，所有企业的选择共

同决定了经济体的均衡生产网络结构。研究结果发现，当产出对中间投入的弹性较大时，明星供应

商就会内生地出现，这些供应商将自己的产品供应给大量其他企业作为中间产品。而且，通过将供

应链更集中地建立在生产率水平更高的企业中，明星供应商会提高总体的生产率。Ｌｉｍ（２０１８）采用

了类似的方法，考虑一个由企业连续统组成的经济体，但不同于Ｏｂｅｒｆｉｅｌｄ（２０１８）只考虑单一中间投

入的生产函数，该文允许企业使用多种投入，企业间生产网络的边际调整取决于企业受到的特定关

系成本冲击和维持供应商—客户关系的收益之间的权衡。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Ａｚａｒ（２０１７）构建了另一种模型，经济体由狀个行业构成，每个行业面临的生产决

策是，从其他狀－１个行业（产品）中选择中间品供应商以及从每个供应商那里购买投入的数量。每

一种不同的投入组合都代表不同的生产函数，因此需要在使用不同的投入组合所带来的生产率收益

与这些投入的价格之间进行权衡。为了使模型易于处理，他们假设市场是“可竞争的”，这意味着不

同的企业可以使用相同的投入和技术。该假设确保了在均衡状态下每个行业都选择成本最小的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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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数量，同时也选择成本最小的技术。他们不仅证明了模型竞争均衡的存在性和唯一性，还发现生

产网络的比较静态性质可能是“不连续的”———单个行业的微小变化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导致许多行

业的生产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例如，对一个行业的正向生产率冲击除了产生降低所有下游价格的标

准效应外，还进一步激励下游企业采用额外投入，从而导致生产网络更加密集，而扭曲则倾向于降低

总生产率和生产网络密度。

而在Ｔａｓｃｈｅｒｅａｕ－Ｄｕｍｏｕｃｈｅｌ（２０１８）构建的企业层面的生产网络内生形成模型中，生产网络连

接则由企业经营退出决策内生决定，如果企业不能满足生产的固定成本，则选择退出。由于受益于

供应商多样化，相邻企业的经营决策具有互补性。因此，生产网络中的企业呈现集群化，当一家企业

受到严重冲击退出经营后，一连串的倒闭可能会从一家企业蔓延到另一家企业，带来生产网络的重

构。该模型还发现网络结构会响应商业周期做出调整。例如，在经济活动低迷时期，企业间的集聚

性会较差，冲击传导对总体波动的影响将减弱。这些结果表明，生产网络结构的内生变化对微观经

济冲击聚合为宏观经济波动具有重大影响。

四、实证与定量研究

上文概述了基于生产网络视角的宏观波动理论的模型特征、研究要点及其扩展演进的方向，讨

论了微观冲击在生产网络间传导的强度、方向路径及其宏观影响。下文则进一步总结实证检验和量

化验证这些理论模型的研究文献。

（一）来自行业层面的经验证据

从行业层面实证研究宏观波动的微观来源，主要关注验证理论模型预测的微观冲击传导方向，

量化微观冲击的宏观影响大小，以及拓展生产网络的应用领域等方面。

１．检验微观冲击的传导方向。Ａｃｅｍｏｇｌ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６ａ）首次在行业层面检验了上文中生产网络

基准模型预测的冲击传导机制和方向。其研究思路是把行业犻的产出增长分解为一个“自身效应”

（行业犻的生产率变化对自身产出的结果）和来自其他行业生产率冲击的“网络效应”。研究结果发

现，生产率冲击的下游网络效应在经济和统计上都是显著的：行业ＴＦＰ一个标准差的增加带来下游

产出约６％的增长效应。相比之下，生产率冲击的上游效应在经济上要小得多，其统计显著性对产出

替代指标也不够稳健。这些发现与Ａｃｅｍｏｇｌ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２）理论模型的预测大体一致，该实证框架也

可以检验需求冲击的传导模式。Ａｃｅｍｏｇｌ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６ａ）利用联邦政府支出的变化构建需求侧冲击，

实证结果表明，需求冲击的上游网络效应显著，而下游网络效应不显著。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其实证

研究表明传导模式与理论模型预测基本一致，但在将这些估计解释为因果关系时，仍要保持谨慎，因

为使用ＴＦＰ增长滞后变量并不能很好地处理内生性问题。

２．量化微观冲击的宏观影响。Ｈｏｒｖａｔｈ（２０００）和Ｃａｒｖａｌｈｏ（２０１０）通过直接校准大规模多部门模

型来量化微观冲击对宏观经济的重要性。这两项研究都发现，总波动中约三分之二可归因于微观冲

击与投入－产出关联的相互作用。Ｆｏｅｒｓｔ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１）采用了一种结构性因子分解方法，将美国工

业生产指数波动分解为总体冲击和行业特定冲击两部分。研究结果发现，１９８４－２００７年间行业生

产率冲击可以解释工业生产总波动的５０％。ｄｉＧｉｏｖａｎｎ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４）研究发现，法国宏观波动的

８０％可以归源于部门冲击的影响。而且方差分解结果显示，在微观冲击的影响中，网络效应是直接

效应的三倍。Ａｔａｌａｙ（２０１７）使用ＢＥＡ构建的年度投入－产出表估计了行业生产函数中的替代弹

性，发现中间投入之间的替代弹性不超过０．２。中间投入之间的强互补性意味着，微观冲击所产生的

实际传播力度更强，宏观影响更大，并且总产出波动中有８３％可归因于特定行业层面的冲击。

Ｈｅｍｐｆｉ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８）则对比了是否考虑生产网络对微观冲击影响宏观波动结果的差异：不考虑生

产网络时，即便是大型行业的冲击，对宏观波动的影响也不超过２０％，但是加入生产网络传导路径

后，微观冲击对宏观波动的解释力上升到８０％。综上所述，这些研究表明经济系统的生产网络是微

观冲击转化为宏观波动的主要驱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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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探索生产网络的其他宏观影响。一种探索方向是关注微观冲击在贸易信贷网络中的传导和

宏观影响。Ｌｕｏ（２０１６）通过研究相互关联的生产和信贷联系如何导致财务冲击在产业链上下游传播

发现，在市场摩擦与信贷网络的相互作用下，财务冲击可以向多部门投入－产出经济体的上游传播，

而且上游传播强于下游传播。Ａｌｔｉｎｏｇｌｕ（２０１８）建立了一个中间产品贸易由供应商信贷融资的多部

门模型，实证研究发现，部门间的信贷网络扩散了流动性冲击，并对总产出产生乘数效应。结构因子

分解结果表明，绝大部分的总体波动是由特质生产率冲击和信贷网络传导的总体流动性冲击驱动

的。另一个方向是探索生产网络的非线性性质的宏观影响。Ｂａｑａｅｅ＆Ｆａｒｈｉ（２０１８ａ）量化了ＣＥＳ技

术环境下生产网络呈现的非线性性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其研究结果表明：（１）生产网络的非线性放

大了负面部门冲击的影响，同时减轻了正面冲击。（２）由于非线性的存在，即使底层生产结构冲击是

对称的、细尾的，总体产出动态也会产生显著的负偏态和过度峰度。（３）考虑非线性生产网络的作用

后，宏观波动的福利成本比传统文献中的估计高出了一个数量级。

（二）来自企业层面的经验证据

越来越多的文献使用企业层面的数据来研究生产网络的冲击传导模式和宏观影响。这些研究

的意义在于：一方面，最终的实际冲击传导都发生在企业层面，因此企业层面的研究可以为潜在传导

机制的性质提供更直接的证据；另一方面，企业层面发生的局部自然灾害等外生冲击可以更好地克

服实证研究中的内生性问题。

１．检验微观冲击的传导方向。首先是检验微观冲击在企业生产网络间局部传导的研究。Ｂａｒｒｏｔ

＆Ｓａｕｖａｇｎａｔ（２０１６）结合美国主要自然灾害（暴风雪、地震、洪水和飓风）发生的时间和地点数据以及

Ｃｏｍｐｕｓｔａｔ数据库提供的上市企业的总部位置和供应商—客户关系的信息，研究了特定自然灾害冲

击在企业生产网络间的局部传导模式。研究结果发现，受灾企业直接客户的销售额增长率下降了

２～３个百分点。而且，当生产网络中受灾中断的供应商是生产难以替代的投入时，冲击将进一步传

导到客户企业其他未受影响的供应商。这说明，当生产网络中投入替代弹性较小时，冲击传导的范

围会扩大。

虽然Ｂａｒｒｏｔ＆Ｓａｕｖａｇｎａｔ（２０１６）的研究为冲击从企业传导到其直接供应商和客户提供了可信

的证据，但冲击对总体经济的影响还取决于它最终传导到更遥远的间接关联企业的程度。因此，更

多的研究关注了微观冲击在企业生产网络全局的传导。Ｃａｒｖａｌｈ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６）利用ＴＳＲ数据追踪

２０１１年地震和海啸对日本生产网络造成的破坏，研究了供应中断冲击的全局传导程度和影响。研

究结果发现：（１）地震导致灾区企业下游客户和上游供应商的增长率下降；（２）冲击从位于灾区企业

的直接贸易伙伴扩大到与受灾企业间接联系的企业；（３）供应链距离越远，企业受到的冲击强度越

弱；（４）下游传导效应在量级上大于上游传导效应。在冲击的宏观影响方面，局部冲击通过在生产网

络中的全局传播可能导致日本在地震后一年的ＧＤＰ下降１．２个百分点。Ｂｏｅｈｍｅｔａｌ（２０１９）通过利

用美国人口局的微观数据研究２０１１年日本大地震造成的供应链中断在公司层面上的跨国传导时也

发现了类似的传导模式。他们结合简约模型的证据和对生产弹性的结构模型估计发现，由于进口下

降，日本跨国公司在美国的分支机构的产出出现了几乎同比例的下降。这一发现表明，进口和国内

投入之间的短期替代弹性接近于零。

２．量化微观冲击的宏观影响。有不少研究关注了企业层面的生产网络在放大微观冲击的宏观

影响方面的作用。Ｇｒａｓｓｉ（２０１７）认为生产网络视角有助于理解企业层面的生产率冲击对部门和宏观

经济层面结果的影响，发现企业层面的生产率冲击通过影响价格加成同时传导到下游和上游部门。

Ｃａｒｖａｌｈｏ＆Ｇｒａｓｓｉ（２０１９）研究发现，通过企业层面生产网络的传导扩散，特质冲击对宏观波动的贡

献达到３４％。Ｍａｇｅｒｍ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７）和Ｋｉｋｋａｗ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８）都利用比利时ＶＡＴ数据库中大量的企

业间交易数据，校准了具有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企业生产网络和包含异质性企业的生产网络模

型。其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层面的特质性冲击解释了５７％的宏观波动（Ｍａｇｅｒｍ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７）。而

且，企业间的生产网络导致了大量的双重边缘化，相对于没有网络的更简单的环形经济，减少企业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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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带来的福利收益增加了约５０％（Ｋｉｋｋａｗ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８）。此外，还有实证研究把生产网络的宏观影

响应用到开放宏观领域。ｄｉＧｉｏｖａｎｎ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８）发现法国企业的国际贸易网络解释了三分之一的

法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宏观经济联动效应。Ｔｉｎｔｅｌｎｏｔｅｔａｌ（２０１８）考虑了一个国内生产网络与

国际贸易共存的定量模型，并且发现，在模型中考虑到网络的内生形成，可以降低大规模负向贸易冲

击的成本，同时放大正向贸易冲击的贸易收益。Ａｕ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７）研究发现，跨国家—部门间的生产

关联系统性地推动了各国的通货膨胀联动。

３．探索其他微观冲击在企业生产网络间的传导和宏观影响。关注各类冲击如何在生产网络

间传导是目前正在迅速发展的研究主题，这类文献将生产网络数据与不同的冲击结合起来，超越

了早期对生产率冲击的关注。Ｄｅｍｉ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８）研究了流动性受限的企业对金融冲击的传导和

扩散。通过结合来自土耳其的企业间交易数据以及对土耳其进口商的贸易信贷融资征税的意外

政策变化，他们研究发现，流动性受限的进口商受到冲击，并将这种冲击传递给下游客户。Ｃａｒ

ｖａｌｈｏ＆Ｄｒａｃａ（２０１８）利用美国政府的军事采购数据和Ｃｏｍｐｕｓｔａｔ上市公司供应链数据证明，需

求的增加不仅扩大了最终需求厂商的创新努力，而且通过市场规模的递归效应扩大了上游供应

商的创新努力。Ｏｚｄａｇｌｉ＆ Ｗｅｂｅｒ（２０１７）、Ｔｏｄｏｒｏｖａ（２０１８）关注扩张性货币政策冲击（作为一种

最终需求冲击）如何通过生产网络向上下游传导，研究了生产网络作为货币政策可能的传导机制

的作用。

五、结论与展望

经济学越来越重视研究宏观波动的微观来源，而生产网络是连接微观冲击与宏观波动的桥梁。

从生产网络的视角看，宏观波动是微观冲击沿生产网络传导扩散的内生结果。本文从生产网络视角

概述了研究宏观波动的微观来源的理论和实证文献，首先讨论了微观冲击在生产网络间的传导强

度、方向路径及其宏观影响，然后分别从引入ＣＥＳ技术结构、市场扭曲、生产网络内生化等方面阐释

了基于生产网络视角的宏观波动模型的扩展思路，并且还回顾了在行业和企业层面实证和定量验证

生产网络对宏观波动影响的文献，最后讨论了该领域有待解决的问题。

首先，学界要重视构建企业层面的生产网络模型。虽然本文评述的大多数文献关注的是在行业

层面上构建的生产网络模型，但投入—产出决策实际上发生在企业层面。构建重视企业层面力量的

生产网络模型，有助于获取更丰富的理论和经验证据。从企业层面构建生产网络模型需要额外处理

几个复杂的问题：（１）必须考虑市场结构的复杂性，而不是像行业层面建模时简单地假设企业是同质

的、完全竞争的。（２）企业层面意味着更专业化的分工水平，因此企业生产网络模型必须考虑不同投

入的替代弹性差异对企业投入要素转换成本的影响。（３）企业的投入—产出数据来源也更稀缺。尽

管面临以上诸般困难，从企业层面探讨生产网络性质和影响的研究也在不断涌现，参见Ｃａｒｖａｌｈｏ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Ｏｂｅｒｆｉｅｌｄ（２０１８）、Ｂｅｒｎａｒｄｅｔａｌ（２０１９ｂ）等。

其次，探讨不完全市场和名义刚性环境中投入—产出网络对宏观政策的传导和影响。Ｃｈｒｉｓ

ｔｉａｎｏ（２０１６）和Ｐａｓｔ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８ａ，２０１８ｂ）的研究已经表明，考虑生产网络结构后，通货膨胀的福利成

本可能会增加，进而影响菲利普斯曲线的斜率，并改变货币政策的实际效果。这可能对最优货币政

策的设计产生影响（Ｋｉｋｋａｗａ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８；Ｔｏｄｏｒｏｖａ，２０１８）。探索生产网络对货币政策传导影响的

理论和定量研究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尤为重要。

最后，目前文献主要关注生产网络对宏观波动的影响，较少有文献探究生产网络对经济增长和

发展的影响。一些探索性研究，如Ｃｉｃｃｏｎｅ（２００２）、Ｊｏｎｅｓ（２０１１）和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Ａｚａｒ（２０１７）都认为

生产网络对于工业化和长期增长十分重要。近年来，一批学者试图把网络分析方法引入发展经济学

领域，深化对国家间经济发展路径、贫富差距的理解。Ｈｉｄａｌｇ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７）和 Ｈａｒｔｍａｎ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７）

以产品为节点、产品相似度为联接强度构建起产品空间网络模型，以测度经济体比较优势演化和产

品结构升级路径，并用产品密度和经济复杂度解释国家间的发展路径差异和贫富差距。还有一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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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注意到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要素错配的发展难题，试图从新的视角解释生产网络如何放大了要

素错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Ｂａｒｔｅｌｍｅ＆Ｇｏｒｏｄｎｉｃｈｅｎｋｏ，２０１５；Ｍｕｎｓｈｉ＆Ｒｏｓｅｎｚｗｅｉｇ，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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